学界对于国有企业与政府采购的关系的关注和讨论，一直伴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历程。从政府采购立法过程中，大家对国有企业是否该纳入《政府采购法》争议不断；时至今日，我国加入GPA谈判过程中，国内外围绕我国国有企业是否该纳入GPA见解各异。
 
一、《政府采购法》中的采购人标准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我国的政府采购采用“主体公共性”和“资金公共性”的双重标准。就“主体公共性”而言，我国《政府采购法》第15条规定：“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资金公共性”即指采购资金源于财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条对财政性资金作了具体界定：财政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资金和纳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以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占有或使用的国有资产作担保的借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称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是指采购人全部使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的采购。
国有企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其本身属于非公共主体；但是企业资金又具有公共性。按照上述标准，显而易见，国有企业不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意义上的适用主体，即采购人。
二、GPA谈判过程中的“国有企业”
GPA谈判过程中，将国有企业纳入GPA的国际压力极大。
2007年12月，我国向WTO递交了申请加入GPA的初步出价清单，附件三中未列入国有企业。这份初步清单转到GPA成员国后，“欧盟对这份清单用4个‘very’表达了他们的失望”[1]。“欧盟和美国从2006年开始与中国政府接触时，就多次要求中国能像欧美一样将国有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纳入采购清单中……欧盟官员和企业代表纷纷发言，希望中国能在采购实体中加入国有企业。欧盟还表示，下一步在国有企业这个议题上将与中国做进一步交流。”[2]
根据谈判进程和GPA各成员国的反馈意见，我国又与2010年7月9日递交了二轮出价清单，对初步出价清单作了部分修改。根据《中国政府采购》2011年第7期《GPA参加方对中国最新要价》一文的报道，对于这份清单，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以色列、挪威和瑞士等众多GPA成员国都提出了将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制企业纳入GPA附录一的附件三（适用《政府采购协定》的其他实体）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委员会分别于2010年7月和10月对中国提交的修改后出价清单进行了讨论，缔约方对中国依然未能将各级地方政府实体和国有企业纳入采购主体以及其他若干问题表示失望。”[3]
根据《1994年政府采购协定》各成员国提交的出价清单，其附录一附件三中均包括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电力、铁路、港口、机场等。尽管具体到我国的国有企业有赖于是最后的谈判情况来确定，但是根据GPA各成员国对我国的要价和其自身出价情况来看，我国将部分国有企业列入出价清单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在论及GPA框架下的电力企业时，李强甚至认为：“在GPA附件三‘其他实体’清单中，各参加方普遍将本国电力国有公司列入此清单。这也意味着我国在电力企业列入附件三清单有巨大的压力，将电力企业列入附件三清单也是可以肯定地事情。”[4]
我国GPA谈判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相关的部门和国有企业得“一颗红心，两种打算”，但更有赖于国家制度先行，将国有企业纳入国内《政府采购法》规制，将政府采购法的主体标准与GPA的主体适用标准接轨。
 
三、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法》的争议
    国有企业该不该纳入《政府采购法》成为采购人？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不甚一致，争议较大。
    （一）反对论
反对将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法》的理由主要是：国有企业属于独立的市场主体，将国有企业的采购纳入政府采购是违背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的。湛中乐、杨君位即持此种观点。其认为：“企业的采购行为应当由现代企业制度和招标投标等法律制度来规范，但不宜混同政府采购行为。我们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加强对政府或非营利采购主体使用公共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事实上是一种行政性的直接控制或者说干预，如果‘把经营性国有企业也纳人政府采购的制度控制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府行政性直接干预，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又重新引回到企业’，所以我们认为企业的采购行为不能纳人政府采购的范围，无论它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否则将导致对企业的变相干预，将使我们折回到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去，这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违背的。建立政府采购主体制度的首要意义在于有利于明确对政府采购进行规范和监督的基本范围。”[5]
    还有的学者认为，为了保证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落实，不将国有企业纳入调整范围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控股企业面广量大，其职能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有所不同”[6]。
    （二）支持论[7]

 HYPERLINK "http://a781680784.oinsite.yh.mynet.cn/plugin/htmleditor/tiny_mce/plugins/paste/pasteword.htm" \l "_ftn9" \o "" [8]
    支持将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采购主体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依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使用公共资金的机构或垄断经营单位应当被纳入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
第二，促进廉政建设是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我国目前的制度下，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利用政府采购制度对国有企业的采购行为进行监督，是一种非常有益而必要的措施。
第三，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采购的主体，在规模和比重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将国有企业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势必影响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完整性，不利于统一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在我国正在进行加入GPA谈判的今天，面对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将国有企业列为政府采购的主体是大势所趋。
    （三）折中论
    折中论，顾名思义，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否纳入《政府采购法》视企业具体情况而定，既不能“一刀切”，将所有国有企业都排除在外，也不应把所有国有企业都作为政府采购主体。甘培忠、吴韬借鉴西方企业法理论，将我国的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将竞争性国有企业排除在政府采购在外，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应纳入。“竞争性国有企业，即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市场竞争，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商事主体和活跃力量……非竞争性国有企业，目前主要包括供电、供水、城市交通运输等公益性企业，航天、军工等关系到国防和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从事大型项目开发、进出口信贷及担保等政策性经营企业。”[9]王士如认为，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不应纳入，但对全部资本来自财政拨款的国家独资企业和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企业则应考虑将其纳入政府采购主体的范围。[10]曹富国教授认为，确定政府采购主体的标准有三：采购资金的公共性、竞争性标准和从事活动的公共性质。具体针对国有企业而言，既具有营利性的国有企业，也具有非营利性的国有企业，有些非营利性的国有企业甚至还从事一些营利活动，应根据竞争性标准“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排除在采购法适用主体之外,而将具有垄断意义的国有企业纳入采购法的管理范畴,通过法律的管理来检验其经验效果”。[11]
四、争议评析
    笔者认为，我国应采折中论，应用竞争性标准，将非竞争性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法》当中。这是因为：
第一，将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制度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王保安在全国GPA谈判应对工作暨政府采购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结合GPA谈判进程，逐步建立涵盖各类预算体系资金、各类政府采购主体（含军事采购、有关国有企业采购）和各类采购对象，符合公共管理要求和GPA规则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12]
    第二，“在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没有理由全部纳入GPA的实体范围体系之中。”[13]我国国有企业中确实存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之分。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可以并允许通过市场竞争来保证其经济效益；对于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囿于其垄断地位，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手段来保证其经济效益，但能够赖于政府采购制度来保证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政府采购制度来推动其廉政建设。因此，我们并不应该否认非竞争性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的必要性。
第三，目前，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十分有限。“据2009年WTO有关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在所统计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政府采购占年度GDP的比重，在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分别为19.96%和14.4%；目前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50%。而2008年我国政府采购占同年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仅为1.5%和9.5%。”[14]“2009年分别为2.21%和17%。”[15]而将国有企业列入政府采购将大大扩大采购的范围和规模。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都堪称“巨无霸”。2009年12月25日，在“中国移动-供应商B2B电子商务服务启动会暨B2B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上，中国移动透露，“到2009年年底，中国移动总部和省公司两级集中采购总额约占全集团物资采购的95%，其中总部的一级集中采购占80%，累计招标采购金额达2512亿元”。[16]据此可计算，中国移动总共招标采购金额约为3589亿。而我国到2009年采购规模才突破7000亿。[17]随着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的扩大，将极大地增强我国政府采购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也有利于维护我国采购市场的统一和规范化。
    第四，如支持论所言，依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使用公共资金的机构或垄断经营单位应当被纳入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如台湾地区的《政府采购法》即包括公营事业。《欧盟采购指令》适用的政府采购实体包括公共当局通过所有权或财政参与而直接或间接实施主要影响的任何企业。此类公司即是所谓的“公营企业”。
第五，GPA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性质越发突出，日益增强。1994年GPA第24条第6款“更改或修改”b项规定：“如一参加方在行使权利时,以政府对一实体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希望将该实体从附录中去除，则该参加方应通知委员会。”也就是说，凡是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实体，均为政府对其具有控制力或影响的实体。2007年 GPA在第19条第1款“修订提案的通知”a项中，政府将承诺机关从附录1中撤出的条件变成了“当政府对某机构相关采购的控制和影响已经得到有效地消除”。换句话说，“影响和控制标准”的客体由实体变成了采购活动。“即政府无需对于承诺机关有全方位的掌控，只需要对其相关采购能够控制或者施加影响。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GPA必然是希望各国能够把所有采购行为受到政府控制或者影响的主体都纳入GPA的承诺清单之中。”[18]尽管各国出于对于本国利益和其他种种方面的考虑，都没有将本国之内所有采购受到政府控制或者影响的机关纳入GPA的适用范围，但是我们面临的压力是这些国家至少已经将部分国有企业列入了出价清单和各成员的要价，这使得我们的GPA谈判异常艰难。
五、结语
“政府采购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两方面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国内改革是GPA谈判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改革工作的进展情况将直接影响加入GPA谈判进程；GPA谈判情况也将反过来促进国内改革工作，对国内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这两方面工作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19]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将非竞争性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法》，推动国内采购主体标准与GPA的主体适用标准的接轨，有利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和规范化，也是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接轨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对加入GPA的“热身”和提早适应，也是为未来履行好GPA成员国义务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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